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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机会公平与共同富裕：
基于机会不平等的测度与分解＊

董丽霞

［提　要］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完善促进机会公平制度机制。本文基于中国
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使用Ｒｏｅｍｅｒ（１９９８）和Ｂａｒｒｙ （２００５）两种框架，测算了我国财富
机会不平等程度，并用夏普里分解方法考察了影响财富机会不平等的重要因素；在此基
础上，本文分析了财富机会不平等的城乡异质性，并将财富均值的机会不平等扩展到财
富分布的机会不平等。结果发现，家庭财富机会不平等问题确实存在：住房财富机会不
平等程度最高、金融财富机会不平等程度最低、总财富机会不平等程度居中；财富机会
不平等存在明显的城乡异质性，相比于农村居民，城镇居民内部财富机会更不平等；父
亲受教育程度、父亲收入、拥有房产数量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财富机会不平等的
重要环境因素；此外，住房财富和金融财富机会不平等随财富分位组由低到高呈现不对
称的Ｕ形形态，这意味着我国家庭财富机会不平等可能存在极化现象。在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本文的研究为政府促进家庭财富机会均等和实现共同富
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　财富分配；机会不平等；夏普里分解；共同富裕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 “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提出 “多渠道增
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进一步强调 “完善促进机会公平制度机制，畅通社
会流动渠道”。①② 让人们通过劳动创造和积累财富、实现财富机会公平、逐步走向共同富裕是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近年来，随着工业化不断深入和城市化进程加快，我国居民家庭平
均财富水平正在稳步提升。与此同时，财富差距却在逐步扩大，且农村家庭财富差距大于城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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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丽霞，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１００８３６，电子信箱：ｄｏｎｇｌｘ＠ｃａｓｓ．ｏｒｇ．ｃｎ。本文得到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机会平等视角下共同富裕的内涵、测度与实现路径研究”（２２ＢＪＬ０８３）的资助。感谢匿
名审稿专家的建设性意见，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
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２２　１０／２５／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７２１６８５．ｈｔｍ。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

２０２４０７／ｃｏｎｔｅｎｔ＿６９６３７７０．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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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财富差距。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我国居民家庭总财富从２０１１年的户均４３万元，增加
到２０１９年的户均７６万元；２０１９年，我国居民家庭总财富基尼系数为０．６６，城镇家庭财富基尼
系数为０．５８，农村家庭财富基尼系数为０．６４。① 贫富差距扩大，不仅造成阶层固化、影响整个社
会活力、阻碍经济增长，更会抑制社会需求、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因此，有
必要采取措施扭转财富差距扩大的局面。如果财富差距更多地来源于努力差异，人们更容易在心
理上接纳；但如果财富差距更多地源自家庭背景等个人先天无法控制的因素，就会造成 “躺平”
心态蔓延，严重影响整个社会的价值观。
已有大量文献针对我国财富积累和财富分配差距展开研究。这类文献从财富不平等的测度方

法 （李实等，２０００；２００５；梁运文等，２０１０；Ｌｉ　＆ Ｗａｎ，２０１５；Ｘｉｅ　＆Ｊｉｎ，２０１５；陈彦斌，

２００８；Ｐｉｋｅｔｔ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罗楚亮和陈国强，２０２１；董丽霞，２０２３）、住房资产对财富不平等
的影响 （何晓斌和夏凡，２０１２；李凤等，２０１６；甘犁等，２０１３；Ｗ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个人资产
配置和资产组合对财富积累和财富不平等的影响 （吴卫星等，２０１６；杜两省和程博文，２０２０）、
财产积累机制 （Ｓａｅｚ　＆Ｚｕｃｍａｎ，２０１６；李实等，２０２３）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对财富积累和财富不
平等的影响 （周天芸和陈铭翔，２０２１；董丽霞，２０２２）等方面对财富差距展开研究。他们发现，
我国居民财富分配差距在扩大，城乡财富差距较大，农村内部贫富差距比城市更甚。在家庭资产
构成中，金融类资产占比较低，以房产为主的非金融资产是家庭财富的主要构成部分。房产财富
的不平等对财富不平等的贡献度大于７０％，加之住房体制市场化改革后经济发达地区住房价格一
路攀升，加剧了居民家庭财富不平等。李实等 （２０２３）也发现房价上涨是居民财富积累的第一大
来源。财富较高的家庭不仅可以充分参与风险资产市场、获得更高的资产收益，而且更可能从正
规金融市场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获得贷款，因财务杠杆而获得更快的财富增长速度，从而加剧社会
财富不平等。
但这些文献主要关注财富积累的不平等。财富积累的不平等，既有个体努力因素造成的不平

等，也有个人无法控制的外在因素如户籍、父代教育程度、父代收入和父代职业等家庭背景造成
的不平等。Ｒｏｅｍｅｒ（１９９８）提出机会平等理论框架后，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
机会公平问题。机会公平的研究框架在不同领域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针对收入机会的研究文献
尤其丰富。这些文献从机会公平的理论与测算方法 （Ｊｕｓｏ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董丽霞，２０１８；史新杰
等，２０１８）、传递渠道 （Ｐａｌｏｍｉｎ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李莹和吕光明，２０１９）等方面对文献进行了拓
展，用不同方法，如机器学习 （Ｂｒｕｎｏｒｉ　＆ Ｎｅｉｄｈöｆｅｒ，２０２１；Ｂｒｕｎｏｒ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３；万相昱等，

２０２４），针对不同国家，如瑞典 （Ａｎｙｄｅｒ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美国和丹麦 （Ｐａｂｌ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等，
分不同群体，如流动人口 （刘林和李猛，２０２１）、农村居民 （李实和沈扬扬，２０２２）和农民工
（张琛等，２０２３）等对收入机会公平问题进行了研究。但共同富裕是一个与财富积累有关的动态
过程，而非一种静态结果 （罗明忠，２０２２）。因此，在当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的
背景下，研究财富机会不平等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文献中关于财富机会不平等，特别是将机会公平框架应用于分析我国财富机会不平等问

题的研究还不多见。Ｄａｎｉｅ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３）利用德国社会经济调查数据研究了德国的财富机会不
平等问题，发现２００２年德国财富机会不平等的相对系数高达６２％。孙三百等 （２０２３）使用２０１７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不与父母同住或属于流动人口的样本，应用事前参数法和机器学习方法分
别计算得出财富不平等中机会不平等占比为７１．７８％和５６．９０％。本文使用２０１９年中国家庭金融
调查的全样本数据，针对我国财富机会不平等问题展开研究。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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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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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方面有一定贡献：一是使用最新数据研究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家庭财富机会不平等问题，将财
富机会不平等结果延伸到２０１９年，利用Ｒｏｅｍｅｒ（１９９８）和Ｂａｒｒｙ （２００５）的机会平等分析框架，
分别在考虑环境对结果的全部影响和剥离了努力之后环境对结果的直接影响基础上，测算出我国
财富机会不平等的上下限。二是将总财富细分为住房财富和金融财富，详细考察不同财富类型的
机会不平等，并用夏普里分解方法对财富机会不平等的影响因素进行分解，识别总财富、住房财
富和金融财富机会不平等的生成源泉，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三是讨论了财富机会不平
等的异质性，不仅分户籍考察财富机会不平等的城乡异质性，还将财富均值的机会不平等扩展到
财富分布的机会不平等，更全面细致地分析不同财富分位组的机会公平问题。
本文剩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机会公平理论分析框架和模型；第三部分是数据、

变量和描述性统计；第四部分是回归分析；第五部分在回归基础上分别用 Ｒｏｅｍｅｒ（１９９８）和

Ｂａｒｒｙ （２００５）两种模型测算全国财富机会不平等的上下限、分析财富机会的城乡异质性，并通
过夏普里分解识别影响财富机会不平等的重要因素；第六部分基于分位回归对不同财富分位组的
财富机会不平等进行测算；第七部分是结论。

二、分析框架和模型

（一）机会公平理论的分析框架

Ｒｏｅｍｅｒ（１９９８）开创性地提出一个机会平等 （ＥＯＰ）理论的完整分析框架。其核心思想是，
将影响结果的因素分为环境和努力两类。前者是一般情况下个人不能控制的因素，如性别、年
龄、家庭背景和地区经济特征等。后者是个人可以选择和控制的变量，如个人的努力程度。由超
出个人控制的环境因素引起的不平等，称为 “不合理的不平等”，即机会不平等；由个人可以控
制的努力因素造成的不平等，称为 “合理的不平等”。相应地，总的结果不平等可以分解为机会
不平等和合理的不平等。个人应该为其自身选择的努力程度负责，但个人无法控制的环境因素造
成的机会不平等不应由个人负责，需要政府干预。
本文在机会公平理论框架下测算我国家庭财富机会不平等程度。财富机会不平等是指剥离了

努力之后的财富分配问题，即来自不同社会环境但努力程度相同的个体获得的财富差距。我们采
用两种思路建模：一种思路基于Ｒｏｅｍｅｒ（１９９８）模型，将努力视为社会环境的函数，即努力也
会受到环境影响。比如亚洲学生普遍的勤奋，可能不是其自身选择的结果，而是其在父母鞭策影
响下形成的结果。因此，Ｒｏｅｍｅｒ（１９９８）认为，考察环境对结果的影响，不仅应该考虑环境对
结果的直接影响，还应考虑环境通过影响努力而对结果产生的间接影响。另一种思路基于Ｂａｒｒｙ
（２００５）模型，该模型在Ｒｏｅｍｅｒ（１９９８）模型基础上进行了修正。Ｂａｒｒｙ （２００５）认为，努力是
个体自身选择的，环境因素并不能完全决定个体自身的努力程度，因而努力产生的回报是合理的
需要补偿的，应该将努力变量完全剥离出来，考察纯环境变量对于结果的直接影响。

（二）模型
基于Ｒｏｅｍｅｒ（１９９８）模型，为测算财富机会不平等程度、考察环境和努力因素对家庭财富

的影响，我们可以设定如下方程：

Ｙｉｔ＝αＣｉ＋βＥｉｔ＋ｕｉｔ （１）

Ｅｉｔ＝κＣｉ＋νｉｔ （２）

式中，Ｙｉｔ是结果变量即子代财富，用总财富、住房财富和金融财富来刻画；Ｃｉ 是环境变量，包
括父亲职业、父亲受教育程度、父亲收入、父亲政治面貌、父亲健康状况、户籍、父代经济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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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房产继承和拥有房产数量等家庭背景变量，性别、年龄、出生地和婚姻状况等子代个体特征
变量以及个体居住省份的人均ＧＤＰ、各省过去五年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住房价格平均增长率、金
融可得性以及住房改革、拆迁等宏观特征变量；Ｅｉｔ是努力程度，包括个体受教育程度、个体职
业性质和金融素养三个变量；ｕｉｔ和νｉｔ是误差项；α、β和κ是估计系数。式 （１）反映的是环境对
子代财富的直接影响，式 （２）反映的是环境通过影响努力而对财富产生的间接影响。将式 （２）代
入式 （１）中，可得到如下诱导方程：

Ｙｉｔ＝δＣｉ＋εｉｔ （３）

对数线性化后，可以得到如下方程：

ｌｎＹｉｔ＝γＣｉ＋σｉｔ （４）

式中，σｉｔ是误差项；γ是估计系数。式 （４）反映了环境对结果的全部影响，包括直接影响和通
过影响努力而对结果产生的间接影响，这些影响都反映在回归系数γ�中。参照 Ｆｅｒｒｅｉｒａ　＆
Ｇｉｇｎｏｕｘ （２０１１）的研究，构建财富反事实分布的参数估计如下：

Ｙ
～

＝ｅｘｐ（γ�Ｃｉ） （５）

式中，Ｙ
～
是反事实的财富分布；γ�是式 （４）回归估计出的系数；γ�Ｃｉ 反映了环境对子代财富的全

部影响，即机会不平等。如果用预测值代替每个个体的财富，所有相同环境的个体应该有相同的
财富。因此，在机会完全平等的社会中，所有子代的预测财富都应该相同。而这些反事实分布的
不平等只是源自环境差异，与努力无关。因此，机会不平等可以通过反事实财富的不平等来
衡量。

Ｂａｒｒｙ （２００５）的修正模型是在Ｒｏｅｍｅｒ（１９９８）模型的基础上将努力因素Ｅｉ 剥离出来，作
为自变量直接加入到模型中。方程如下所示：

Ｙｉｔ＝δＣｉ＋ηＥｉｔ＋εｉｔ （６）

对数线性化后，可以得到如下方程：

ｌｎＹｉｔ＝φＣｉ＋κＥｉｔ＋ξｉｔ （７）

构建财富反事实分布的参数估计如下：

Ｙ
～

＝ｅｘｐ（φ�Ｃｉ） （８）

式中，φ�是式 （７）估计出的系数；φ�Ｃ衡量的是环境对结果的直接影响，测算出的是机会不平等
的下限值。相应地，Ｒｏｅｍｅｒ（１９９８）方法衡量的是环境对结果的全部影响，测算出的是机会不
平等的上限值。

三、数据、变量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中国家

庭金融调查 （Ｃｈｉｎａ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ｕｒｖｅｙ，ＣＨＦＳ）数据。该调查样本分布于全国２９个省、

３５５个县 （区、县级市）、１　４２８个社区，覆盖４０　０１１户家庭及１２．７万个个体，具有全国、省级
和副省级城市代表性。为满足研究目的，样本在抽取时，经济富裕地区、城镇地区的样本比重相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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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较大，样本的地理分布比较均匀。该数据库以家庭为单位，对各类资产和负债数据进行了细致
的采集，基本上可以反映全国家庭财富状况，且数据库包含收入、家庭背景和个人特征等丰富的
信息，数据质量较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研究我国家庭财富机会公平问题。本文的重点是利用最
新数据研究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家庭财富机会不平等问题，从新的视角分析家庭背景、个体特征
和地区特征等个人无法控制的环境因素对我国财富机会不平等的影响。我们选取２０１９年ＣＨＦＳ
数据作为分析样本，将父代和子代进行匹配，保留子代年龄在１８岁～６５岁、父代年龄在３０岁及
以上的样本，将最低０．１％和最高０．１％的子代财富数据和父代收入数据截尾后，得到３２　３３１个
总样本。由于变量的观测值可能存在缺失，在描述性统计中每个变量的观测值不完全相同。基于
已有文献和理论分析，本文选择相关变量如下。

１．结果变量。本文选择个体所在家庭的总财富、住房财富和金融财富作为分析对象。由表１
可以看出，清理后的样本中家庭总财富、住房财富和金融财富的最小值均大于０，因此我们在基
准回归模型中取自然对数，在此基础上测算和分解机会不平等。由于大部分家庭的资产和负债都
是由家庭成员共同拥有和承担的，按照文献中的研究惯例，本文以家庭为单位计算财富。住房财
富和金融财富组成家庭总财富。其中，住房财富包括自有住房资产和商铺。金融财富包括活期存
款、定期存款、股票、债券、基金、金融理财产品、金融衍生品、外汇、黄金、现金以及借
出款。

２．环境变量。环境囊括了影响子代财富但自身难以控制和改变的因素。本文选择了三类环
境变量。第一类是家庭背景变量，包括父代职业、父代受教育程度、父代收入、父代政治面貌、
父代健康状况、户籍、父代经济支持、房产继承和拥有房产数量。关于户籍，我们使用的是初始
户籍的概念，它通常源自父母，因此将其归并于家庭背景之列。考虑到馈赠与遗产是财富形成的
渠道之一 （Ｐａｌｏｍｉｎ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２；Ｐｆｅｆｆｅｒ　＆Ｋｉｌｌｅｗａｌｄ，２０１８），我们将其纳入模型，并选择两
个变量反映馈赠与遗产：一是父代经济支持变量，反映父代对子代的金融支持；二是房产继承变
量，反映父代对子代的住房支持。由于财富计算以家庭为单位，父代财富难以识别，因此我们将
父代收入、家庭中拥有的住房数量纳入环境因素进行分析。另外，考虑到健康状况对财富的影响
（Ｍｉｃｈａｕｄ　＆Ｓｏｅｓｔ，２００８），我们将父代健康状况也纳入环境变量。这些变量中，父亲职业类型
分为两组，第一组为党的机关、国家机关、群团和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以及专业技术人
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第二组为其他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其他从业人员。父代经济支持指的是获得源自父母的继承、赠与或资助的现金或非现金经济支
持。房产继承指的是通过继承或赠与方式获取房产。拥有房产数量按实际报告房产数量计算，由
于拥有超过３套房产的观测值较少，我们将拥有３套及以上房产都视为拥有３套房产。第二类是
子代的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出生地和婚姻状况。本文将婚姻纳入环境因素，主要是考虑
到婚姻是财富形成的一大渠道 （Ｐｆｅｆｆｅｒ　＆Ｋｉｌｌｅｗａｌｄ，２０１８）。出生地分为两组：东部地区、非东
部地区，前者取值为１，后者为０。第三类是宏观经济特征变量，包括地域因素和宏观政策因素。
地域因素以个体所在省份人均ＧＤＰ和各省份过去５年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住房价格平均增长率衡
量。考虑到金融可得性可能会影响居民享受金融服务的便利程度、进而影响财富，我们将其纳入
分析。宏观政策因素主要是住房改革和拆迁变量，反映家庭因房产获得成本差异而在住房财富中
的增值差异 （孙三百等，２０２３；何晓斌和夏凡，２０１２；吴开泽，２０１７）。金融可得性变量使用
《中国金融年鉴》中２０１８年分省份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机构总数来衡量。在住房改革变量中，如
果购买政策性住房 （如经济适用房、限价商品房）、低于市场价从单位获得住房 （如房改房、福
利房）、集资建房，则认为从住房改革中获得红利，定义为１，否则为０。如果经历过拆迁，则将
拆迁变量定义为１，否则为０。人均ＧＤＰ、金融可得性指标取自然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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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努力变量。我们在模型中纳入个体受教育程度、个体职业性质和金融素养作为努力变量。
这三个变量可以通过后天自身努力获得提升。其中，金融素养按如下方法构造：如果问卷中关于
利率和通胀的问题全部答对，说明金融素养程度较高，反之则金融素养程度较低；职业性质变量
按如下方法构造：没有工作设为１，临时性工作、家庭帮工和务农设为２，受雇于他人或单位且
有正规劳动合同、雇主、自营劳动者和自由职业者设为３。
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总财富 （万元） ３２　３３１　 ９１．７７７　０　 １５４．７９４　９　 ０．００３　９　 １　５１６．２００　０

住房财富 （万元） ３２　３３０　 ８３．１３２　８　 １４４．４５０　７　 ０．０００　１　 １　２５５．３３３　０

金融财富 （万元） ３２　３３１　 ８．６４６　８　 ２３．４９９　３　 ０．０００　１　 ３３３．０７７　８

ｌｎ （总财富） ３２　３３１　 １２．７３１　８　 １．５５１　８　 ３．６６３　６　 １６．５３４　３

ｌｎ （住房财富） ３２　３３０　 １２．５３８　２　 １．７４４　８　 ０　 １６．３４５　５

ｌｎ （金融财富） ３２　３３１　 ９．３４５　０　 ２．３１７　１　 ０　 １５．０１８　７

父亲职业 （管理人员、技术人员＝１） ３　９５９　 ０．４７７　９　 ０．４９９　６　 ０　 １

父亲受教育程度 １２　２５７　 ３．１０３　５　 １．３４６　０　 １　 ９

父亲收入 （万元） ３　９６７　 ４．２９３　５　 ３．９２４　６　 ０．０００　１　 ４０．０００　０

ｌｎ （父亲收入） ３　９６７　 １０．２９４　５　 １．０４３　４　 ０　 １２．８９９　２

父代经济支持 ３２　２８４　 ０．０８２　３　 ０．２７４　８　 ０　 １

户籍 （非农业户口＝１） ３１　０８１　 ０．３２０　２　 ０．４６６　５　 ０　 １

性别 （男性＝１） ３２　３２９　 ０．５６６　２　 ０．４９５　６　 ０　 １

年龄 ３２　３３１　 ４１．９３７　７　 １４．０６９　８　 １８　 ６５

婚姻状态 （已婚＝１） ３２　３１９　 ０．６８４　８　 ０．４６４　６　 ０　 １

拥有房产数量 ３２　３２８　 １．２４４　２　 ０．５０２　３　 ０　 ３

房产继承 ３２　１５７　 ０．０６５　３　 ０．２４７　１　 ０　 １

父亲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１） １１　３５５　 ０．１７８　４　 ０．３８２　９　 ０　 １

父亲健康状况 （不好＝１） １２　２７４　 ０．２１２　０　 ０．４０８　７　 ０　 １

住房改革 ３２　１５７　 ０．０８９　７　 ０．２８５　７　 ０　 １

拆迁 ３２　３２５　 ０．１３２　２　 ０．３３８　７　 ０　 １

出生地 （东部地区＝１） １２　２６９　 ０．３６７　８　 ０．４８２　２　 ０　 １

人均ＧＤＰ的自然对数 ３２　３３１　 １１．０６４　９　 ０．３５３　８　 １０．４５５　９　 １１．９９４　４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住房价格平均增长率 ３２　３３１　 ８．１１３　５　 ２．３５５　９　 ３．２７　 １３．２６

金融可得性 ３２　３３１　 ４．９４６　４　 ０．５４３　８　 ３．６３７　６　 ５．６３８　４

受教育程度 ３２　３１２　 ３．９７０　８　 １．８０８　７　 １　 ９

金融素养 （高＝１） ３２　０６６　 ０．１４４　５　 ０．３５１　６　 ０　 １

职业性质 ３２　２５９　 ２．００１　２　 ０．７９０　７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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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回归分析

表２、表３和表４分别是总财富、住房财富和金融财富的对数值作为因变量的基准回归结果。
因变量为总财富对数值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２所示。列 （１）中主要用的环境变量是父亲职

业、父亲受教育程度、父亲收入、父代经济支持、户籍、性别、年龄、婚姻状态、拥有房产数
量、房产继承、出生地、人均 ＧＤＰ、住房价格增长率以及金融可得性，列 （２）、列 （３）和列
（４）依次加入父亲政治面貌和父亲健康状况、住房改革和拆迁变量。结果显示，城镇户籍、获得
父代经济支持、拥有房产数量较多、房产不是来自继承或赠与、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金
融可得性较高、经历过拆迁的个体更有可能获得较多的家庭财富。父亲背景对于子代财富获取非
常重要。父亲职业为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父亲受教育程度较高、父亲收入较高的子代更容易获
得较多的家庭财富。列 （５）加入个体受教育程度、金融素养和职业性质三个努力变量，剥离努
力因素后，考察了环境变量对子代财富的直接影响。可以发现，受教育程度较高、具有较高金融
素养和职业性质的家庭财富更多。但性别、年龄、出生地、婚姻状态、父亲政治面貌、父亲健康
状况、是否从住房改革中获利和住房价格增长率对子代家庭财富没有显著影响。综上，家庭财富
机会不平等问题确实存在。
除了总财富，我们同样关注家庭财富结构。我们将财富分为住房财富和金融财富分别进行回

归。住房财富变量作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３所示。由于住房财富占总财富的比例很高，住房
财富的回归结果也与总财富类似：户籍、父亲职业、父亲受教育程度、父亲收入、父代经济支
持、拥有房产数量、房产继承等家庭背景以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可得性、是否拆迁等环境
变量对家庭住房财富有显著影响。因变量为金融财富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４所示。同样可以发
现，父亲职业、父亲受教育程度、父亲收入、父代经济支持和拥有房产数量等家庭背景以及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等环境变量对家庭金融财富有显著影响。差别在于父亲政治面貌、父亲健康状况和
住房改革变量对于家庭金融财富有显著影响，而在住房财富中不显著；此外，房产继承和金融可
得性变量不再显著。同时，我们还发现，金融素养虽然对总财富、住房财富和金融财富都显著，
但是从系数大小来看，金融财富可能更多地源自个人金融素养的提升。这个结论表明个人努力提
高自身金融素养会更有利于其在金融市场上获得更多财富。另外，从加入努力的列 （５）结果来
看，户籍因素在总财富和住房财富回归中显著，但在金融财富回归中不显著。仔细考察金融素养
这个变量，可以发现，金融素养对于金融财富的回归系数较大。加入金融素养变量后户籍变量系
数减小了，意味着金融素养弱化了户籍因素对金融财富积累的影响。由此可见，金融素养作为个
人努力因素加入回归后对金融财富积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降低了部分环境因素对财富积累的影
响。用财富水平值作为因变量进行稳健性分析，结果基本类似。
总体上看，父亲职业、父亲受教育程度、父亲收入、父代经济支持和拥有房产数量等家庭背

景变量对总财富、住房财富和金融财富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父亲职业为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意味着他们的收入和就业较为稳定，能享受到各种福利甚至住房改革红利。父亲教育程度高，意
味着他们的人力资本水平较高，有更高的金融素养和更好的理财意识，可能更好地帮助子女将财
富早早配置于住房等收益较高的资产上。父亲收入较高，在掏空 “六个钱包”买房的时代，更有
能力通过赠与、借款等方式给子代购房、理财等投资行为提供经济支持。
户籍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环境变量对家庭财富也有显著影响。这反映了财富积累的城乡和

区域异质性。从户籍来看，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资产配置差异
较大 （董丽霞，２０２３）。农村地区房产价值较低，很多农村居民金融知识有限，参与金融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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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度不高，金融资产首选储蓄存款和现金等风险较低的资产形式 （卢亚娟和张菁晶，２０１８），
因而城镇家庭在住房财富和金融财富上都占据较大优势。从区域来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
居民收入水平更高、住房价格和房产价值相对更高、金融市场更发达，因而这些地区的家庭更容
易获得住房财富和金融财富。

表２ 基准回归：ｌｎ （总财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父亲职业

（管理人员、技术人员＝１）
０．１４９＊＊＊ ０．１４６＊＊＊ ０．１４５＊＊＊ ０．１４０＊＊＊ ０．１２９＊＊＊
（０．０３５）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１）

父亲受教育程度 ０．１１８＊＊＊ ０．１２４＊＊＊ ０．１２４＊＊＊ ０．１３２＊＊＊ ０．１０９＊＊＊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２）

ｌｎ （父亲收入） ０．１９６＊＊＊ ０．１８２＊＊＊ ０．１８２＊＊＊ ０．１８４＊＊＊ ０．１６４＊＊＊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８）

父代经济支持 ０．１６５＊＊ ０．１５６＊＊ ０．１５５＊＊ ０．１６１＊＊ ０．２０１＊＊＊
（０．０６４）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４） （０．０６４） （０．０６５）

户籍 （城镇＝１） ０．５９２＊＊＊ ０．５９０＊＊＊ ０．５９５＊＊＊ ０．５３３＊＊＊ ０．４８８＊＊＊
（０．０７１） （０．０７４） （０．０７７） （０．０８０） （０．０７８）

性别 （男性＝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２）

年龄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婚姻状态 （已婚＝１）
０．０５１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６　 ０．０８４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９） （０．０５８） （０．０５９） （０．０６５）

拥有房产数量 ０．７８９＊＊＊ ０．８００＊＊＊ ０．８０２＊＊＊ ０．７７５＊＊＊ ０．７３７＊＊＊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３）

房产继承 －０．３６６＊＊＊ －０．４１７＊＊＊ －０．４１９＊＊＊ －０．３７６＊＊＊ －０．３７０＊＊＊
（０．１１３） （０．１１３） （０．１１１） （０．１１１） （０．１０５）

父亲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１） —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０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３）

父亲健康状况 （不好＝１） — －０．０８０ －０．０８０ －０．０７７ －０．０４９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１）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５）

住房改革 — — －０．０３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６
（０．０７９） （０．０７３） （０．０６５）

拆迁 — — — ０．４０９＊＊＊ ０．３９１＊＊＊
（０．０６２） （０．０６２）

出生地 （东部地区＝１）
０．１１８　 ０．１０８　 ０．１０９　 ０．１１７　 ０．１１９
（０．１０８） （０．１１０） （０．１１１） （０．１１５） （０．１１５）

人均ＧＤＰ的自然对数 ０．９６１＊＊＊ ０．９７０＊＊＊ ０．９６７＊＊＊ ０．９２３＊＊＊ ０．９０７＊＊＊
（０．１７７） （０．１７７） （０．１７７） （０．１８１） （０．１７５）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平均
住房价格增长率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２）

金融可得性 ０．１３０＊＊ ０．１４２＊＊ ０．１４１＊＊ ０．１５７＊＊＊ ０．１５４＊＊＊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６）

受教育程度 — — — — ０．０６８＊＊＊
（０．０１６）

金融素养 （有素养＝１） — — — — ０．１８８＊＊＊
（０．０４７）

职业性质 — — — — ０．１０２＊＊＊
（０．０１８）

常数项 －２．２４１ －２．２８０ －２．２４６ －１．９２１ －１．８１７
（１．８７７） （１．８７３） （１．８７７） （１．９０７） （１．８５８）

观测值个数 ３　７１１　 ３　４７６　 ３　４７６　 ３　４７５　 ３　４３７

Ｒ２　 ０．４３９　 ０．４３８　 ０．４３８　 ０．４４９　 ０．４６１

注：＊、＊＊和＊＊＊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省级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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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基准回归：ｌｎ （住房财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父亲职业
（管理人员、技术人员＝１）

０．１６７＊＊＊ ０．１７２＊＊＊ ０．１７２＊＊＊ ０．１６６＊＊＊ ０．１５６＊＊＊

（０．０３８）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４）

父亲受教育程度
０．１０５＊＊＊ ０．１１２＊＊＊ ０．１１２＊＊＊ ０．１２０＊＊＊ ０．０９９＊＊＊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６）

ｌｎ （父亲收入）
０．１７８＊＊＊ ０．１６４＊＊＊ ０．１６４＊＊＊ ０．１６６＊＊＊ ０．１４７＊＊＊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７）

父代经济支持
０．１５３＊＊ ０．１４５＊ ０．１４４＊ ０．１５０＊＊ ０．１９４＊＊

（０．０７０） （０．０７２） （０．０７１） （０．０７２） （０．０７４）

户籍 （城镇＝１）
０．６６１＊＊＊ ０．６６５＊＊＊ ０．６７０＊＊＊ ０．６０２＊＊＊ ０．５５９＊＊＊

（０．０７９） （０．０８２） （０．０８５） （０．０８８） （０．０８５）

性别 （男性＝１）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４）

年龄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婚姻状态 （已婚＝１）
０．０７８　 ０．０６７　 ０．０６６　 ０．０７１　 ０．１１０
（０．０６０）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４） （０．０６７）

拥有房产数量
０．８６６＊＊＊ ０．８８１＊＊＊ ０．８８２＊＊＊ ０．８５２＊＊＊ ０．８１８＊＊＊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５）

房产继承
－０．３９６＊＊＊ －０．４４９＊＊＊ －０．４５１＊＊＊ －０．４０４＊＊＊ －０．３９７＊＊＊

（０．１１３） （０．１１６） （０．１１５） （０．１１５） （０．１１０）

父亲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１） —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３）

父亲健康状况 （不好＝１） —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３ －０．０１７
（０．０５９） （０．０５９） （０．０５８） （０．０５８）

住房改革 — —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８２） （０．０７５） （０．０６９）

拆迁 — — — ０．４５１＊＊＊ ０．４３３＊＊＊

（０．０６８） （０．０６７）

出生地 （东部地区＝１）
０．１４６　 ０．１４０　 ０．１４０　 ０．１５０　 ０．１５２
（０．１１４） （０．１１８） （０．１１８） （０．１２５） （０．１２４）

人均ＧＤＰ的自然对数
１．０２９＊＊＊ １．０３６＊＊＊ １．０３４＊＊＊ ０．９８５＊＊＊ ０．９７０＊＊＊

（０．１８８） （０．１８８） （０．１８８） （０．１９３） （０．１８６）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平均
住房价格增长率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３）

金融可得性
０．１３５＊＊ ０．１４７＊＊ ０．１４６＊＊ ０．１６３＊＊ ０．１６１＊＊

（０．０６２）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４） （０．０６４）

受教育程度 — — — — ０．０７３＊＊＊

（０．０１９）

金融素养 （有素养＝１） — — — — ０．１３１＊＊

（０．０５１）

职业性质 — — — — ０．０９３＊＊＊

（０．０２３）

常数项
－３．０８６ －３．１２３ －３．０９３ －２．７３４ －２．６８０
（１．９４７） （１．９３６） （１．９４３） （１．９９８） （１．９４３）

观测值个数 ３　７１１　 ３　４７６　 ３　４７６　 ３　４７５　 ３　４３７

Ｒ２　 ０．３９２　 ０．３９１　 ０．３９１　 ０．４０２　 ０．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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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基准回归：ｌｎ （金融财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父亲职业
（管理、技术人员＝１）

０．３１４＊＊＊ ０．２４４＊＊＊ ０．２４７＊＊＊ ０．２４４＊＊＊ ０．２１３＊＊

（０．０８０） （０．０８３） （０．０８４） （０．０８４） （０．０８１）

父亲受教育程度
０．２６２＊＊＊ ０．２５５＊＊＊ ０．２５１＊＊＊ ０．２５４＊＊＊ ０．２０１＊＊＊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３）

ｌｎ （父亲收入）
０．２９９＊＊＊ ０．２９６＊＊＊ ０．２９７＊＊＊ ０．２９８＊＊＊ ０．２６９＊＊＊

（０．０５６）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３） （０．０５７）

父代经济支持
０．４６２＊＊＊ ０．４４７＊＊＊ ０．４５２＊＊＊ ０．４５４＊＊＊ ０．４８９＊＊＊

（０．１４２） （０．１４６） （０．１４８） （０．１４９） （０．１４４）

户籍 （城镇＝１）
０．３１１＊＊ ０．２３３＊ ０．２０８＊ ０．１８０　 ０．０７６
（０．１２０） （０．１１６） （０．１２２） （０．１２９） （０．１２７）

性别 （男性＝１）
－０．０３６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６１）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６） （０．０６６） （０．０６９）

年龄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９）

婚姻状态 （已婚＝１）
－０．１６９ －０．１６６ －０．１６０ －０．１５８ －０．１０１
（０．１００） （０．１０３） （０．１０３） （０．１０４） （０．１１４）

拥有房产数量
０．４８２＊＊＊ ０．４５５＊＊＊ ０．４４８＊＊＊ ０．４３６＊＊＊ ０．３５６＊＊＊

（０．０７３） （０．０７８） （０．０７８） （０．０８０） （０．０８１）

房产继承
－０．２９３ －０．３１７ －０．３０８ －０．２８８ －０．２７２
（０．２１８） （０．２１６） （０．２１７） （０．２１８） （０．２０２）

父亲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１） — ０．１８６＊ ０．１８５＊ ０．１９２＊ ０．２０３＊＊

（０．０９４） （０．０９４） （０．０９６） （０．０９２）

父亲健康状况 （不好＝１） — －０．５１２＊＊＊ －０．５１１＊＊＊ －０．５０９＊＊＊ －０．４７１＊＊＊

（０．１４０） （０．１３９） （０．１３９） （０．１３８）

住房改革 — — ０．１７９＊ ０．２００＊ ０．２００＊

（０．１０３） （０．１０３） （０．１０５）

拆迁 — — — ０．１９１　 ０．１５４
（０．１１８） （０．１２２）

出生地 （东部地区＝１）
－０．１０８ －０．１１９ －０．１２１ －０．１１７ －０．０８９
（０．２１４） （０．２２３） （０．２２６） （０．２２６） （０．２０６）

人均ＧＤＰ的自然对数
０．８３９＊＊＊ ０．８５５＊＊＊ ０．８６９＊＊＊ ０．８４９＊＊ ０．７６７＊＊

（０．３００） （０．３０８） （０．３１１） （０．３１２） （０．２８５）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平均
住房价格增长率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２）

金融可得性
０．１４６　 ０．１５７　 ０．１６３　 ０．１７０　 ０．１５０
（０．１６５） （０．１７４） （０．１７５） （０．１７３） （０．１５９）

受教育程度 — — — — ０．０９４＊＊＊

（０．０２９）

金融素养 （有素养＝１） — — — — ０．７１４＊＊＊

（０．０９４）

职业性质 — — — — ０．２３７＊＊＊

（０．０４０）

常数项
－５．３０４ －５．３８７ －５．５４８ －５．３９５ －４．４５９
（３．４６５） （３．６１７） （３．６５９） （３．６５８） （３．２９５）

观测值个数 ３　７１１　 ３　４７６　 ３　４７６　 ３　４７５　 ３　４３７

Ｒ２　 ０．１８７　 ０．１９２　 ０．１９３　 ０．１９４　 ０．２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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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继承不是积累财富的主要手段。继承了房产的子代可能没有积极性去市场上买房，影响
其住房财富的增加。享受了住房改革红利的子代没有买房压力，可能会将更多资源用于金融投
资，从而增加了金融财富。金融可得性高的地区，居民能更方便地获得贷款，更有资金为买房增
加杠杠，从而增加了住房财富。拆迁通过房屋产权调换、房产安置补偿等改善了被拆迁家庭的住
房财富。父亲健康状况不好，需要子代花时间照料或花费一定资金治疗疾病，这会间接减少子代
工作时间，或直接减少其收入和金融财富。
住房价格增长率变量对财富的影响系数为负，符合直觉，影响不显著可能与其是省级变量有

关，加入人均ＧＤＰ后可能削弱了这个变量的显著性。另外，也可能是因为房价增长对于个人财
富积累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对于有房的家庭来说，房价升高会导致财富增加，但对无房家庭来
说，房价升高反而可能会降低其财富水平。

五、测算和分解

本部分分别基于Ｒｏｅｍｅｒ（１９９８）和Ｂａｒｒｙ （２００５）两个模型对财富机会不平等进行测算和分
解。Ｒｏｅｍｅｒ（１９９８）模型将努力视为受到环境因素影响，分析的是环境对结果的直接影响和间
接影响之和，因而测算出的机会不平等指数值较高，我们将其测算结果称为机会不平等的上限。

Ｂａｒｒｙ （２００５）模型剥离了努力因素，分析的是环境对结果的直接影响，测算出的机会不平等值
较低，我们将其称为机会不平等的下限。

（一）全国财富机会不平等的上限
回归结果显示出，家庭财富机会不平等的事实确实存在。我们首先基于Ｒｏｅｍｅｒ（１９９８）模

型，在基准回归模型式 （４）基础上，测算家庭财富机会不平等程度。不平等指数选用广义熵指
数中的均值对数离差 （Ｍｅａｎ　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ｉｃ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ＭＬＤ）指数，以便将总的财富不平等分解
为努力引起的不平等与环境造成的不平等即机会不平等之和 （Ｆｅｒｒｅｉｒａ　＆Ｇｉｇｎｏｕｘ，２０１１）。先计
算反事实的财富Ｙ�，得到反事实财富的 ＭＬＤ指数，即财富机会不平等的绝对系数 （ＩＯＡ）；再除
以子代财富的 ＭＬＤ指数，即可算出财富机会不平等的相对系数 （ＩＯＲ）。结果如表５所示。可以
看出，不论是绝对水平，还是相对水平，在剔除自身努力程度后，财富机会不平等都存在。其
中，家庭总财富机会不平等的绝对系数为０．４９０，相对系数即环境造成的机会不平等占总的财富
不平等的比例约为４９．０６％。住房财富机会不平等的绝对系数为０．５５５，相对系数约为５０．８０％。
金融财富机会不平等的绝对系数为０．５２４，相对系数约为２５．９１％。

表５　 ２０１９年全国财富机会不平等的上限

机会不平等 总财富 住房财富 金融财富

绝对系数 （ＩＯＡ） ０．４９０　 ０．５５５　 ０．５２４

相对系数 （ＩＯＲ，％） ４９．０６％ ５０．８０％ ２５．９１％

（二）全国财富机会不平等的下限
接着，本文基于Ｂａｒｒｙ （２００５）模型，在基准回归模型式 （５）基础上，控制努力因素影响，

通过衡量环境对财富的直接影响测算财富机会不平等程度。结果如表６所示。结论依然表明家庭
财富机会不平等存在。家庭总财富机会不平等的绝对系数为０．４２１，相对系数约为４２．１７％。住
房财富机会不平等的绝对系数为０．４８６，相对系数约为４４．５２％。金融财富机会不平等的绝对系
数为０．３８１，相对系数约为１８．８３％。值得注意的是，相比表５的结果，表６根据Ｂａｒｒｙ （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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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计算出的机会不平等指数，无论是绝对系数还是相对系数都降低了。这样的结果也在意料
之中。

表６　 ２０１９年全国财富机会不平等的下限

机会不平等 总财富 住房财富 金融财富

绝对系数 （ＩＯＡ） ０．４２１　 ０．４８６　 ０．３８１

相对系数 （ＩＯＲ，％） ４２．１７％ ４４．５２％ １８．８３％

综合两个模型，从相对系数看，住房财富机会不平等程度最高，金融财富机会不平等程度最
低，总财富机会不平等程度居中。这个结果也是比较合理的，暗示住房财富机会不平等在总财富
机会不平等形成中发挥了更大作用。这可能是由于购买住房需要跨越的门槛要远大于金融投资，

比如户籍限制、收入限制等，从而导致住房财富机会不平等水平远高于金融财富机会不平等水
平。例如，由于各地出台买房限购政策，购房资质和购房能力同时具备的家庭才可以购置房产。

与户籍等相关的购房资质以及与收入、财产相关的购房能力都与家庭背景因素直接相关，这一门
槛较难跨越。相比之下，个体可以通过提升受教育水平、职业性质和金融素养而增加金融财富，

家庭背景造成的阻碍较小。因此，住房财富机会不平等程度较高，而金融财富机会不平等程度较
低。由于总财富中住房财富占比较大，因此总财富机会不平等程度与住房财富机会不平等程度非
常接近，也比较高。

（三）财富机会不平等的城乡异质性
前文结果显示，对于全国样本来说，户籍会显著影响总财富、住房财富和金融财富的水平以

及机会不平等。这个分析反映了城乡之间的财富机会不平等。城乡内部的财富机会不平等是什么
状况？是否存在异质性？在本部分，我们将样本分为城镇样本和农村样本，基于Ｒｏｅｍｅｒ（１９９８）
和Ｂａｒｒｙ （２００５）两个模型，分别测算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总财富、住房财富和金融财富的机会
不平等程度。结果见表７。

表７　 ２０１９年居民财富机会不平等的城乡异质性

项目

Ｒｏｅｍｅｒ（１９９８）模型 Ｂａｒｒｙ（２００５）模型

绝对系数
（ＩＯＡ）

相对系数
（ＩＯＲ，％）

绝对系数
（ＩＯＡ）

相对系数
（ＩＯＲ，％）

城镇

总财富 ０．４００　 ５７．５８　 ０．３７３　 ５３．７３

住房财富 ０．４３３　 ５８．６８　 ０．４１１　 ５５．７５

金融财富 ０．４９８　 ２７．４７　 ０．４１４　 ２２．８２

农村

总财富 ０．３２２　 ３４．９９　 ０．２７０　 ２９．３３

住房财富 ０．３８６　 ３７．１０　 ０．３２９　 ３１．６４

金融财富 ０．２８９　 １５．０３　 ０．２０８　 １０．８５

从表７可以发现，不论是绝对水平，还是相对水平，结果都表明财富机会不平等存在。

Ｂａｒｒｙ （２００５）模型测算出的结果依然低于Ｒｏｅｍｅｒ（１９９８）模型。从相对系数看，无论城乡户
籍，两个模型估计结果都显示，住房财富机会不平等程度最高、总财富机会不平等程度居中、金
融财富机会不平等程度最低。这是与全国样本结果相同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在于，无论是农村户籍人群内部的机会不平等，还是城镇户籍人群内部的机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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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都显著低于全国样本测算出的机会不平等。这证明了城乡居民间存在财富机会不平等。
表７显示，财富机会不平等存在非常明显的城乡异质性。农村户籍人群内部的财富机会不平等水
平要低于城镇户籍人群。用两个模型、两种系数得出的结果均有此结论。从Ｒｏｅｍｅｒ（１９９８）模
型结果来看，农村户籍群体内部总财富绝对机会不平等系数比城镇户籍群体低１９．５０％，住房财
富绝对机会不平等系数比城镇户籍群体低１０．８５％，而金融财富绝对机会不平等系数比城镇户籍
群体低４１．９７％。从Ｂａｒｒｙ （２００５）模型结果来看，农村户籍群体内部总财富、住房财富和金融
财富绝对机会不平等系数比城镇户籍群体分别低２７．６１％、１９．９５％和４９．７６％。从两个模型结果
来看，城镇户籍人群内部总财富和住房财富机会不平等占结果不平等的比例超过１／２，金融财富
机会不平等则约占结果不平等的１／４。农村户籍人群内部总财富和住房财富机会不平等约占结果
不平等的１／３，金融财富机会不平等则约占结果不平等的１／１０。这说明，城镇户籍群体内部的财
富机会更不平等，并且其内部住房财富机会不平等尤甚。这个结果可能与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有
关。农用土地和农村宅基地不能自由买卖、抵押，但城市住房则可以自由出租、买卖、抵押；土
地增值收益在城乡间分享不均，城市政府通过招拍挂出让土地，获得土地出让金，但给农村的土
地补偿费很少 （费舒澜，２０１７）。随着城市住房价格增长，城市居民财富大幅增加。在城市购房
的能力、资质等与家庭背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环境因素直接相关，因而不同环境的城市居民
在获取住房财富的机会上存在较大的不公平。

（四）财富机会不平等的分解
接下来，我们基于夏普里分解方法分解各类环境因素对总财富、住房财富和金融财富机会不

平等的贡献度 （见表８）。运用夏普里值基于回归方程对不平等指标进行分解，不仅可以分解出不
平等主要由哪些因素决定，还可以量化这些因素对不平等的贡献度。夏普里分解方法有其独特的
优势，一是分解结果没有残差，分配给每个解释变量的影响之和等于被分解变量观察到的变化；
二是分解方法适用范围较为宽泛，适用于任何模型、任何函数形式、任何不平等指标的分解，在
分解时可以使用任意数量与类型的因素和交互作用项甚至代理变量 （Ｓｈｏｒｒｏｃｋｓ，２０１３；董丽霞，

２０１８；万广华，２００８）。
从表８可以发现，父亲受教育程度、父亲收入、拥有房产数量和人均ＧＤＰ是影响总财富、

住房财富和金融财富机会不平等较为重要的环境变量。除了这四个变量，户籍变量对总财富和住
房财富也很重要。从总财富的结果来看，拥有房产数量的贡献度最高，为２７．７４％，人均ＧＤＰ次
之，贡献度为１９．５６％。户籍、父亲受教育程度和父亲收入的贡献度依次为１４．６３％、１３．４２％和

１１．４５％。住房财富的结果类似，拥有房产数量的贡献度最高，为２９．４１％，人均ＧＤＰ贡献度为

２０．３９％，户籍的贡献度为１５．１９％，而父亲受教育程度的贡献度较低，为１１．８７％，父亲收入的
贡献度为９．６０％。从金融财富的结果来看，除了前述４个变量，父亲职业对于金融财富比较重
要。父亲受教育程度、父亲收入、拥有房产数量、人均ＧＤＰ和父亲职业对金融财富机会不平等
的贡献率依次为２８．５８％、２１．４６％、１０．７８％、１０．５０％和８．５４％。
分解结果表明，父亲受教育程度、父亲收入、拥有房产数量和人均ＧＤＰ对于财富机会不平

等影响较大。由于房产配置在总财富中占比较高，住房财富机会不平等和总财富机会不平等的重
要环境因素排序一致，从大到小依次为拥有房产数量、人均ＧＤＰ、户籍、父亲受教育程度和父
亲收入。拥有房产数量直接影响住房财富和总财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则会通过推动房价攀升和
房产增值而增加住房财富和总财富。家庭背景变量关系到购房意愿、购房资质以及购房能力，从
而影响住房财富和总财富。
影响金融财富机会不平等的重要环境因素排序，从大到小依次为父亲受教育程度、父亲收

入、拥有房产数量、人均ＧＤＰ和父亲职业。父亲受教育程度对金融财富机会不平等影响最大，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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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是因为父亲受教育程度会影响子女的金融素养，从而影响其金融财富积累。父亲收入则可
能通过转移性收入增加子代金融财富。拥有的房产数量则会通过租金收入等直接增加子代金融财
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父亲职业通过引导子代将资金配置于收益较高的金融产品而增加其金融
财富。

表８　 ２０１９年居民财富机会不平等的影响因素 （％）

项目 总财富 住房财富 金融财富

父亲职业 ４．６５　 ４．７０　 ８．５４

父亲受教育程度 １３．４２　 １１．８７　 ２８．５８

父亲收入 １１．４５　 ９．６０　 ２１．４６

父代经济支持 １．１４　 １．０２　 ３．８６

户籍 １４．６３　 １５．１９ —

拥有房产数量 ２７．７４　 ２９．４１　 １０．７８

房产继承 １．０２　 ０．９９ —

拆迁 ５．０７　 ５．５１ —

人均ＧＤＰ　 １９．５６　 ２０．３９　 １０．５０

金融可得性 ０．６３　 ０．６１ —

父亲政治面貌 — — ４．８９

父亲健康状况 — — ５．９６

住房改革 — — ２．２７

六、基于分位回归的测算和分解

到目前为止，我们估计的主要是子代财富的反事实分布均值。既有机会不平等的相关文献只
关注到结果变量为均值的机会不平等，忽略了环境因素引致的结果变量分布差距这一更为重要的
事实 （万相昱等，２０２４）。但不同财富分布人群的财富机会不平等程度有其差异性，值得进一步
探究。因此，本部分将财富均值的机会不平等扩展到财富分布的机会不平等，更全面细致地测算
财富机会不平等。由于住房财富和金融财富是家庭总财富的主要构成部分，为了更细致地分析财
富分布的机会不平等，本部分对住房财富分布和金融财富分布分别进行分析。

（一）分位回归结果
表８夏普里分解结果显示，父亲受教育程度、父亲收入、拥有房产数量和人均ＧＤＰ变量是

影响住房财富和金融财富机会不平等的４大重要环境因素。进一步地，我们想知道这些变量的影
响是否随子代财富的分布而发生变化。这种环境影响的异质性可以通过 Ｋｏｅｎｋｅｒ　＆Ｂａｓｓｅｔｔ　Ｊｒ
（１９７８）提出的分位回归 （ｑｕａｎｔｉｌ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方法来进行估计。分位回归估计财富不同分位上
各影响因素对子代财富的影响。如果分位回归估计结果在各财富分位上相对一致，说明这些因素
对子代财富的影响在不同财富群体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如果各财富分位上的分位回归估计
结果显著不同，则说明这些影响因素对于子代财富的影响在不同财富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异质性。
图１显示的是重要变量对子代住房财富影响的分位回归结果。从整体趋势看，这些变量对不

同分位子代住房财富的影响呈下降趋势。随着财富水平由低到高，这４个环境变量对子代住房财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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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影响逐步降低。财富最低的人群，这些变量对其影响最大；而财富最高的人群，这些变量对
其影响较小。这说明财富最低的人群对这些变量的不公平最为敏感，提升低财富家庭的家庭背景
和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会显著提升这部分人群的财富水平，从而降低财富差距和财富机会不
平等。

图１　重要变量对子代住房财富影响的分位回归结果
说明：纵轴为相应变量分位回归系数值，阴影部分为置信区间。下图同。

图２显示的是重要变量对子代金融财富影响的分位回归结果。从整体趋势看，这几个变量对
不同分位子代金融财富的影响大致呈倒Ｕ形。金融财富因为受到金融市场波动和投资行为影响，
有一定随机性，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出中等财富群体受到这些变量的影响较大。这说明，对于中等
财富群体来说，提升他们的家庭背景和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会显著提升这部分人群的金融财富
水平。

（二）基于分位回归的财富机会不平等测算
在分位回归基础上，我们基于Ｒｏｅｍｅｒ（１９９８）模型，分别对住房财富和金融财富不同分位

组人群的财富机会不平等程度进行测算。住房财富机会不平等的结果如表９的Ｐａｎｅｌ　Ａ所示。可
以看出，随着财富增加，住房财富机会不平等呈 Ｕ形形态。低财富组的财富机会不平等程度较
高，绝对系数为０．０６０，相对系数为１２．０４％；中低财富组的财富机会不平等程度最低，绝对系
数为０．００１，相对系数为２．３７％；中等分位组和中高分位组的财富机会不平等略微增加，相对系
数分别为４．８９％和７．１０％；高财富组的财富机会不平等程度最高，绝对系数为０．０５１，相对系数
则为２５．３４％。
金融财富机会不平等的结果如表９的Ｐａｎｅｌ　Ｂ所示。可以看出，随着财富增加，金融财富机

会不平等也呈现Ｕ形形态。低财富组的财富机会不平等程度相对较高，绝对系数为０．０２４，相对
系数为６．４２％；中等财富组的财富机会不平等程度最低，绝对系数为０．００１，相对系数为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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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重要变量对子代金融财富影响的分位回归结果

１．５５％；高财富组的财富机会不平等程度最高，绝对系数为０．０４１，相对系数则为１０．８２％。

表９ 基于分位回归的居民财富机会不平等

项目 低分位组 中低分位组 中等分位组 中高分位组 高分位组

Ｐａｎｅｌ　Ａ：住房财富机会不平等

绝对系数 （ＩＯＡ） ０．０６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５１

相对系数 （ＩＯＲ，％） １２．０４　 ２．３７　 ４．８９　 ７．１０　 ２５．３４

Ｐａｎｅｌ　Ｂ：金融财富机会不平等

绝对系数 （ＩＯＡ）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４１

相对系数 （ＩＯＲ，％） ６．４２　 ３．９８　 １．５５　 ３．５９　 １０．８２

从表９可以发现，住房财富各分位组的财富机会不平等程度普遍高于金融财富；随着财富增
加，住房财富和金融财富机会不平等随财富分位组由低到高呈现不对称的 Ｕ形形态，低财富组
的财富机会不平等程度较高，高财富组的财富机会不平等程度最高。这印证了不平等研究中的两
极分化现象。有很多学者专门针对收入和财富分布的极化现象进行过研究。如，罗楚亮 （２０１８）

研究了收入分布的两极分化，发现在两极分化的情形下，收入分布的中间人群有分别向分布的高
端和低端集聚的倾向。万海远和陈基平 （２０２３）研究表明，２０１３年后居民收入极化出现下降趋
势，高低收入分位的极化水平都显著下降。城镇化和高等教育扩张等禀赋因素降低了下层极化，

而教育和就业等市场回报率下降减弱了上层极化。王晶等 （２０２４）研究了我国家庭财富极化的变
动趋势，发现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财富极化存在扩大趋势，２０１８年以后极化现象明显减弱。他们根据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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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因分解发现，家庭收入提高、农村人口减少以及教育程度提高都减缓了财富向下极化的趋势，
财富的城乡差距和教育回报则抑制了向上极化。因此，根据表９的Ｕ形结果，我们推测，财富机
会不平等可能也存在两极分化现象。
与表５全样本的结果比较可以发现，住房财富机会不平等程度最高的高财富组的相对系数

２５．３４％低于全样本的住房财富机会不平等相对系数５０．８０％，金融财富机会不平等程度最高的高
财富组的相对系数１０．８２％低于全样本的金融财富机会不平等相对系数２５．９１％。这说明，高财
富组、低财富组之间的组间财富机会不平等对总体财富机会不平等的影响也非常大。

七、结论

本文基于机会公平理论框架，研究我国的财富机会公平问题。首先，本文将影响财富结果的
变量分为环境和努力两类，基于回归方法分析环境和努力因素对总财富、住房财富和金融财富的
影响。其次，本文在此基础上利用Ｒｏｅｍｅｒ（１９９８）和Ｂａｒｒｙ （２００５）两种框架，分别在分析环境
对结果的全部影响和剥离了努力之后环境对结果的直接影响基础上，测算出我国财富机会不平等
的上下限。再次，本文利用夏普里分解方法分析了环境因素对财富机会不平等的贡献度，并考察
了财富机会不平等的城乡异质性。最后，本文将财富均值的机会不平等扩展到财富分布的机会不
平等并进行了相应分析。
本文研究发现：第一，家庭背景、个体特征、宏观经济特征等环境变量以及个体受教育程

度、职业性质和金融素养等努力变量对子代财富都有显著影响。这说明财富机会不公平的事实确
实存在。第二，利用Ｒｏｅｍｅｒ（１９９８）方法测算出家庭总财富机会不平等的绝对系数为０．４９０，
相对系数约为４９．０６％；住房财富机会不平等的绝对系数为０．５５５，相对系数约为５０．８０％；金融
财富机会不平等的绝对系数为０．５２４，相对系数约为２５．９１％。基于Ｂａｒｒｙ （２００５）方法，控制努
力因素影响后，测算得出家庭总财富机会不平等的绝对系数为０．４２１，相对系数约为４２．１７％；
住房财富机会不平等的绝对系数为０．４８６，相对系数约为４４．５２％；金融财富机会不平等的绝对
系数为０．３８１，相对系数约为１８．８３％。从相对系数看，住房财富机会不平等程度最高，金融财
富机会不平等程度最低，总财富机会不平等程度居中。第三，父亲受教育程度、父亲收入、拥有
房产数量和人均ＧＤＰ是造成总财富、住房财富和金融财富机会不平等较为重要的环境变量。第
四，财富机会不平等存在明显的城乡异质性，城镇户籍群体内部的财富机会更不平等。第五，住
房财富各分位组的财富机会不平等程度普遍高于金融财富；随着财富增加，住房财富和金融财富
机会不平等随财富分位组由低到高呈现不对称的 Ｕ形形态，中等财富组的财富机会不平等程度
较低，最低和最高财富组的财富机会不平等程度较高。这意味着财富机会不平等可能存在两极分
化现象。低住房财富人群和中等金融财富人群对家庭背景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环境变量的不公
平最为敏感。
本文的研究表明，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需要完善促进财富机会公平

的制度机制。一方面，需要针对不同财富分位群体采取有差异的干预措施。促进家庭财富机会公
平，既要瞄准低财富群体和中等财富群体，重点补偿家庭背景和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引起的财富机
会不平等。也要规范高财富群体。同时，鼓励个人特别是低金融财富人群提高金融素养，提升努
力因素对财富结果的影响。另一方面，需要采取措施缩小不同财富组的组间财富机会差距。多措
并举，降低环境因素的相对影响，促进人们财富增加，逐步缩小财富机会不平等。具体地，本文
的分析提出以下四个政策调整方向：
第一，由于收入是影响财富积累的重要机制，本文分析表明父代收入对财富机会不平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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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因而需要加大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政策的调节力度。在税收方面，优化税
收结构。例如，通过财产税如房产税和遗产税，加大对存量财富和增量财富的调节力度，有效调
节财富分配；调整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机制，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中产阶层整体可支配收入水平。
在社会保障方面，尽快整合和完善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缩小地区间、城乡间、职工、居民
与机关事业单位等不同人群间筹资和待遇等方面的差距。在转移支付方面，调整转移支付结构，
针对家庭背景弱势、农业户口、收入和财富水平较低的人群增加转移支付，提高低收入家庭的可
支配收入，增加其财富积累能力。
第二，家庭教育背景和职业背景容易造成阶层固化，是形成财富机会不平等的重要因素。应

增加社会性公共财政支出，促进教育、医疗和保障性住房等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缓解家庭背景
差异形成的阶层固化，提高社会流动性。一方面要促进公共财政投入的均等化。明晰各级政府的
公共服务事权和支出责任，提升社会性支出和公共事务的统筹级别，消除城乡、县区、大中小城
市之间公共资源分配差异，为促进社会流动、缓解阶层固化提供社会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公共
服务均等化的核心在于人民群众不因性别、年龄、户籍、民族的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待遇 （陈斌开
等，２０２３），因此要消除不同群体身份差异产生的公共服务不均等，使所有群体都有均等机会享
有教育、医疗和保障性住房等公共服务。
第三，户籍是影响财富机会不平等的重要机制，因此应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推进城乡融

合。城乡二元体制和工业、城市优先发展战略促使要素从乡村流向城市，扩大了城乡差距。城乡
二元户籍制度以及伴随的社会保障制度阻碍了人口在城乡的自由配置 （刘守英和龙婷玉，２０２２）。
因此，首先，要实现城乡要素市场一体化，依托乡村振兴战略鼓励资本、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
向农村和农业领域配置，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动农业人口从生产率较
低的农业部门自由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非农部门，提高农业生产率，促进农民增收致富，保障农
村户籍人口财富积累通道的畅通。其次，应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在区县层面上给予农业户籍和非
农业户籍人口平等享有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各项公共服务的权利。最后，积极推进以县为载
体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借助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手段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就业，增
加非农就业收入，提高农村人口的财富积累水平。
第四，区域经济发展也是造成财富机会不平等的重要因素，因而需要采取相应公共政策推进

区域协调发展，降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方面，应加强对落后地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投
入和财政转移支付，为地区发展提供更好的基础条件。另一方面，应加强产业在区域间的转移和
协作，鼓励中西部地区利用本地丰富的自然资源、低成本劳动力等禀赋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吸
引更多劳动力在本地就业，提高本地居民收入水平，降低因就业机会而导致的财富不平等。
在政策干预中，应该根据财力预算约束，按照优先满足财富机会不平等的下限值再满足上限

值的思路，从源头上破除各类环境因素造成的机会壁垒，促进财富机会公平。同时需要考虑不同
财富分位组对不同影响因素的敏感程度，采取有差别的针对性调整措施。对低住房财富分位组和
中等金融财富分位组而言，应重点补偿因家庭背景以及地区经济发展等因素造成的不利影响。此
外，考虑到金融素养对于个人财富积累的重要作用，应普及金融知识、鼓励个体通过提升自身受
教育水平、增加金融知识而提高金融素养，提升个体努力因素对财富结果的影响，降低环境因素
影响，缩小财富机会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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